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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

高 学 德
(兰州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

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这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但这两种效应对人际信任起作用的方式

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对包括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在内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它强化了向上社会

流动对人际信任的提升作用.但“道德”效应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这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与“经

济”效应明显的不同,它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

现,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社会流动角度考察人际信任形成的内在机

制,不仅能够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能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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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作为信任之基石的人际信任也受到了心理

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

就人际信任的概念与结构、形成机制以及作用和功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就我国社会人际信

任的现状和特点、产生原因以及提升对策等重要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在有关人际信任的诸多研究中,一个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激烈讨论的重点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

了人际信任的形成? 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又是什么? 围绕着以上问题,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尝

试采用不同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人际信任的解释模型,如心理学科中的人格模

型[１]、社会学学科中的社会资本模型[２]和社会化模型[３],经济学中的收入不平等模型[４],政治学中

的政府绩效模型[５Ｇ７]以及文化领域中的相关解释[８]等.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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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眼光理解人际信任及其形成.但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中提出的,并且无论是从

较为宏观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层面还是从较为微观的人格、道德等个人心理层面来研究人际信任的

产生机制,大多是从静态的视角来研究人际信任,即强调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人或群体为什么或

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不信任他人.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或开放的,也就是说,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由于一些社会的或个人的原因会发

生许多的位置变迁,而伴随着社会位置的流动和变迁,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也会相应地变化,特
别是对于身处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因而,对中国人信任的研究应“注意到中国

社会的变迁”[９],而从作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之重要特点和结果的社会流动视角出发来研究人际

信任即是遵循以上研究传统而进行的尝试.

本研究把既作为社会流动结果又作为人际信任形成原因的个人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个个体

心理变量作为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中间变量加以研究,通过深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

间接效应,并比较这些内在机制表现出的针对不同人际信任类型(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差异性的特

点,不仅可以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也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二、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社会地位到另外一个社会地位的移动,也就是社

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变动.大量的研究发现,流动者社会位置(主观或客观)的改变———

无论是发生在代际之间(代际流动)还是代内之间(代内流动),无论是地位上升(向上流动)还是下

降(向下流动)———本身都能够给其带来主观行为模式与认知评价方面的差异,如会影响人们的社

会政治态度、健康以及人际关系状况等.同样,社会流动对与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之基础的人际信

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大致形成了较为一致的

看法,即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际信任水平.但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社会流动与人际信

任关系的理论阐释上,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得出了完全相

反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仅将社会流动作为解释人际信任形成的直接变量,忽视了社会

流动影响人际信任内在机制的考察,特别是忽视了对已有大量文献中关于人际信任形成的社会、文
化等宏观变量和人格、道德等微观个人变量的考察,而这些变量特别是被经常用以解释人际信任的

一些个人层面的变量,由于更容易受到客观社会现实的形塑和重构,而既可能是影响人际信任的直

接变量,也可能是受社会流动影响而成为人际信任的间接影响变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中间机制.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

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

首先,根据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性行为,是理性人之间不断

理性博弈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之间彼此做出的理性行为.[１０]个体经济资源的优势使得个体在与

他人交往中有较小的相对易损性[１１],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因而在面临失信风险

时要比低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容易保护自己,而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则面临更大的信任风险,特别是与

生人交往时更是如此,一次轻微的受骗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对他们而言,背叛信任引出的后果更

为严重,因而他们对他人的信任度要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正如班菲尔德所指出的:如果某人有

一个安全经济边际,那么他对别人的信任就更安全.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由错误信任所招致的损

失可能是致命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到了很多跨文化研究的证实.[３,１２Ｇ１３]

而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１４Ｇ１６],特别是对于向上社会流动

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社会流动可能通过经济效应或经济化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其次,社会流动还可以通过改变流动者的道德水平从而对人际信任的形成产生道德效应.社



会流动使得个体走出传统意义上的“礼俗社会”而进入到“法理社会”,主要的活动场域由传统乡土

社会的私人领域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与他人特别是陌生人的互动强化了他们对公共

秩序的遵守和现代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可,因此,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社会流动有助于提高个体的道

德教化意识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而对道德行为和社会规范的共识使得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行

为有更高的预测度.人际信任形成的道德模型假定,人类拥有的对他人的同情和对公平的渴望的

道德意识会促进信任的形成,从而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１７]因此,社会流动也可能通过道德效应或

道德化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影响人际信任的具体假设.

假设１: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变个体的经济地位.向上社会流动能够提高个体的经济地位,向下

社会流动能够降低个体的经济地位.

假设２: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变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向上社会流动有助于增强个体的道德认

同水平,向下社会流动能够降低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

假设３:社会流动通过改变个体的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水平间接影响人际信任.

三、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数据来源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０５年数据,采用的是四阶段不等概率

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分别为:以中国的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

位,以居民(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随机抽取家庭住户,再在每户随机抽取１人.CGSS２００５
年样本覆盖中国大陆２８个省级单位(宁夏、青海和西藏除外)中的１２５个区县,包含了５９０个居民

委员会和４１０个村民委员会中的１０３７２个１８周岁以上的中国成年公民.其中,６０９８个样本(大约

占总样本的５８．８％)为城镇居民,另外４２７４个样本(大约占４１．２％)为农村居民.本研究根据被访

者近三个月的工作状况进行筛选,剔除了“从未工作过/在学且没有工作”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

本１０１５１个.样本的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基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编码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４９３８ ５０．９

男 ４７５６ ４９．１

地域
农村 ４１８２ ４３．１
城市 ５５１２ ５６．９

年龄 平均数:４５．１５,标准差:１４．３６
收入 平均数:９１５９,标准差:１３１６２

政治面貌
非共产党员 ８５９６ ８８．７
共产党员 １０９８ １１．３

婚姻状况

未婚 ７１７ ７．４
已婚 ８３４４ ８６．１
离婚或丧偶 ６３１ ６．５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３５８６ ３７．０
初中 ２９３６ ３０．３
高中及中专 ２１８５ ２２．５
大专及以上 ９８６ １０．２

户籍
农村 ４４１７ ４５．７
城镇 ５２５３ ５４．３



　　(二)变量

１ 结果变量

本研究最主要的结果变量是人际信任.本研究将它界定为个体的一种心理期待、态度或行为

倾向,而非实际行动本身.人际信任的对象是作为特定交往对象的人或个体,而作为个体的交往对

象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如基于血缘、地缘、兴趣爱好、价值观、情感、义务、熟
悉性等),因而,人际信任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我们将根据调查数据中不同交往对象信任度得分

的因子分析结果来对人际信任进行类型划分,最后抽取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熟人信任”和“生
人信任”.两个因子各解释总方差的３３．０５％和２９．３％,合计６２．３５％.这一结果也与杨中芳等人[９]

的划分完全一致.

２ 解释变量

(１)社会流动.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的概念不仅强调人口在地域空间的移动,也重视个人或

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地位的变化和相应角色的转换,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还
包括户籍位置的变化.因此,对社会流动概念的完整把握应该从内容和方向两方面来把握:从内容

来讲,要考虑不同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变化,如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从方向上来讲,既包

括向上流动,也包括向下流动和平行流动(或未流动).基于此,本研究对社会流动的类型从以下三

个方面来考察.每一种流动类型又包括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
职业流动.以职业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标准是社会流动研究最常用的做法.处于同一职业的

人们由于同样的职业责任、义务和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因而可以作为衡

量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良好指标.[１８]依据大多数关于职业流动(代际)的界定,本研究所指职业

流动(代际)是指上一代(父亲)与下一代(子女)之间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因

此,对职业流动的操作化首先需要确定职业或职业地位的分类标准,然后根据此标准对被访者现职

和被访者父亲的职业进行归类,并进行不同职业流动类型的分析.我们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１９Ｇ２１],并参照中国学者使用 EGP分类框架的经验[２２],
对CGSS２００５年中的职业类型归为以下五种:社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经营者、
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确定了职业的归类标准后,我们分别将被访者的现职和被访

者父亲职业进行相应的归类.现职是人们当前或失业前/退休前的职业,是代际流动的终点;被访

者父亲职业通常作为家庭背景变量的重要测量指标[２３],是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
职业流动按方向可以分为向下流动、向上流动和未流动,而对这三类不同方向流动类型的划分

可以通过建立流动表的方式来测量[２４].首先,根据被访者现职和被访者父亲的职业形成二维列联

表(即流动表),职业阶层地位由低到高排列,这样就形成了５×５双向列联表.列联表对角线位置

的单元表示未发生职业流动(或称水平流动),非对角线位置的单元表示发生职业流动(或垂直流

动),其中,对角线上方表示向上流动,对角线下方表示向下流动.最后,将所有职业流动编码为三

类:未流动或水平流动编码为０(做回归分析时作为参照组),向下流动编码为１,向上流动编码为２.
教育流动.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预测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２５].有关教

育水平与人际信任的研究也发现,人际信任特别是社会信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２６],高等教

育还被普特南视作影响个体信任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体获得较

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发展具有经济效应[２７],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中国高等教

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主要途径[２８].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教育流动特别

是教育向上流动同职业流动一样对人际信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教育流动主要是代

际流动,同职业流动一样,按流动方向也划分为教育向上流动和教育向下流动,对其的测量同职业

流动,是根据被访者当前教育水平和被访者父亲教育水平建立流动表的方式来实现的.教育流动

的具体操作化方法也同职业流动.



户籍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
特别是外来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生活、工作乃至定居下来.由于户籍制度与人们在劳动用工、住
房、医疗、教育、就业、人事关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与公民权益相挂钩的各个领域有密切的关

联,因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并可能给信任带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２９]户籍流动的具体操作化方

法是根据被访者父亲的户籍和被访者户籍形成二维户籍流动表获得,那些户籍未流动者(主要是指

一直是农业户口的人)被作为参照群体,编码为０;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者为户籍向下流动(这种

情况在样本中分布非常少,但为了研究的完整性,在进行统计处理时仍然将其纳入到回归方程中,
但不做具体分析),编码为１;被访者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为户籍向上流动,编码为２.

(２)个体经济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一个人经济地位或经济水平的衡量一般有客观指标

和主观指标两种方式.客观指标常常用个人的月收入或年收入来衡量,而主观指标一般使用个人

对自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来衡量.我们认为,对经济地位或经济水平的有效测量不能仅仅

停留在依据客观指标进行测量的层面,特别是当用这一指标来预测人们的社会态度时,更应该观照

个体的主观建构层面,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还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无疑会反映在人们

的主体意识中.基于以上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被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同作为经济地位

的操作化指标,CGSS２００５年调查数据对被访者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是通过“与同龄人相比,您
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一测题来进行的.

(３)个体道德认同.道德认同即人们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可程度.人

们越是有较高的道德教化意识和对良好道德行为的认可(或对不良道德行为的不认可),越容易使

得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行为有更高的预测度,从而可能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反之亦然.

CGSS２００５年调查数据对被访者道德认同的测量是通过“如果别人有以下行为,您的反应/看法是

怎样的呢?”这一题目来进行的,具体包括“在公众/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吸烟者在非吸烟者面前或

附近吸烟”等１３个具体指标.每一个具体指标有五个选项:“不反感”、“不太反感”、“无所谓”、“比
较反感”、“很反感”,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计算被访者所有１３个指标得分的加总平均,即得到

“道德认同”变量的分数,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反之就越低.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间接影响效

应.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由于道德认同为定距变量,因此以它为结果变量来考察社

会流动对其影响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建立回归模型;但经济地位为定序变量,以它为结果

变量来考察社会流动对其影响时,按照回归分析对变量的基本要求,应该使用定序逻辑斯蒂模型

(orderedlogisticregressionmodel).但为了在图标结果表达上和道德认同的回归结果一致,也为

了解释上的方便,本研究同样将经济地位作为定距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同时我们也使用

定序逻辑斯蒂模型分析了社会流动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得到的结果与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分

析结果完全相同.因此,将经济地位作为定距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既能保持语言表达上的一致性和

解释上的方便,又不会影响到对回归结果的解释.

四、研究结果

在具体的分析策略上,我们首先考察社会流动对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类中间变量(机制)
的影响,只有确保这些中间变量显著地受社会流动的影响,才有可能进行间接效应的检验.

(一)社会流动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

表２显示的是三类社会流动类型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效果①.

① 由于篇幅所限,所有回归模型未显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效应.



表２　社会流动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

模型１:经济地位

模型１a 模型１b 模型１c

模型２:道德认同

模型２a 模型２b 模型２c
职业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７
　　　　　　　　向上流动 ０．０７８∗∗∗ ０．１９３∗

教育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向上流动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３∗

户籍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２００∗∗∗ ０．８８２∗∗∗

　　　　　　　　向上流动 －０．１０７∗∗∗ ０．５１１∗∗∗

常量 －０．２８９∗∗∗ ５．８００∗∗∗ －０．３７０∗∗∗ ５．８９８∗∗∗ ５．８００∗∗∗ ６．１８５∗∗∗

F ５３．８５６∗∗∗ ５１．１６２∗∗∗ ５０．０２０∗∗∗ ６７．４６７∗∗∗ ６４．２４１∗∗∗ ７１．５３２∗∗∗

R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５
N 　 ８６６０ 　　８２６０ ８６３８ 　 ８８５１ 　　８４４２ ８８２９

　　由表２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职

业流动还是教育流动,向上流动不仅提高了个体的经济地位,也提升了个体的道德水平,因而向上

流动对个体既具有提升经济地位的功能,也具有强化道德认同的功能.这一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

１和假设２.而就户籍流动对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而言,在不考虑性别、年龄、收入等社会人

口学变量的情况下,与未流动者相比,户籍向上流动降低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却提升了流动者的

道德水平.这也表明,户籍流动特别是户籍向上流动对个体兼具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的功能,但与

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相比却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考察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是否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种

间接机制来影响人际信任水平.具体分析结果见表３、表４和表５.
表３　职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模型３:熟人信任

模型３a 模型３b

模型４:生人信任

模型４a 模型４b
职业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向上流动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８∗∗∗

经济地位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３∗∗∗

道德认同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常量 ４．１３１∗∗∗ ４．１０３∗∗∗ ２．７６４∗∗∗ ２．９５２∗∗∗

R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
F ２３．３５９∗∗∗ ２１．７４３∗∗∗ １０．１０８∗∗∗ １４．１４７∗∗∗

N ８５２８ ８７１２ 　７８３２ 　７９９４

　　表３显示的是职业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３
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模型４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模型３a和

模型４a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３b和模型４b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机

制.由表３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职业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

对人际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职业流动起作用的机制是不同的:无论对

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向上流动增加了流

动者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增加提升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但道德认同机制

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道德认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

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同,



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一个

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的评价越低(越反感别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他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越低.
综合表２和表３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职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道德效应”机制间接影响人际

信任.假设３在职业流动中基本得到了验证.
表４　教育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模型５:熟人信任

模型５a 模型５b

模型６:生人信任

模型６a 模型６b
教育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８
　　　　　　　　向上流动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经济地位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０∗∗∗

道德认同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６∗∗∗

常量 ４．１８２∗∗∗ ４．１４８∗∗∗ ２．８００∗∗∗ ２．９８７
R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７
F ２１．９２５∗∗∗ ２０．２６∗∗∗ ８．８４２∗∗∗ １２．５５６∗∗∗

N 　　８１３６ 　 ８３１２ 　　 ７５１２ 　　 ７６６６

　　表４显示的是教育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

型５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模型６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模型

５a和模型６a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５b和模型６b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机制.结果表明,教育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
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教育流动起作用的途径是不同的: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
经济地位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流动提高了个体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增

强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但道德认同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极大的

不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教

育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规范的认同,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

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
综合表２和表４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教育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间接影响人际

信任.假设３在教育流动情境下基本得到了验证.
表５　户籍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模型７:熟人信任

模型７a 模型７b

模型８:生人信任

模型８a 模型８b
户籍流动

　　　　　　　　向下流动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８
　　　　　　　　向上流动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８

经济地位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５∗∗∗

道德认同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

常量 ４．０７２∗∗∗ ４．０２８∗∗∗ ２．７７２∗∗∗ ２．９５９∗∗∗

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F ２４．３７９∗∗∗ ２３．１７２∗∗∗ ９．００４∗∗∗ １２．９０４∗∗∗

N 　８５０６ 　８６９０ ７８１０ 　７９７２

　　表５显示的是户籍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

果.模型７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模型８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分析模型.
模型７a和模型８a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７b和模型８b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

接效应机制.结果表明,户籍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对人际信任产

生影响,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户籍流动起作用的途径是不同的:一方面,从经济地位的作用

机制来看,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地位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消极作用,也就是说,户



籍向上流动降低了个体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的降低减弱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
的信任.另一方面,从道德认同的作用机制来看,道德认同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极大的

不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户

籍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规范的认同,但这种提升后的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

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
综合表２和表５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户籍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机制间接影响

人际信任.假设３在户籍流动情境下基本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CGSS２００５年数据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社
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两种机制对人际信任有显著的间接影响作用,但这两种内在

机制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首先,个体的“经济地位”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的间接影响作用表

现出了同样的效应.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机制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

作用,也就是说,向上流动提高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

和陌生人)的信任.这一机制在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表现出同样的效应.而在

户籍流动中,“经济”效应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都起

到了非常显著的消极作用,也就是说,户籍向上流动降低了个体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的降低

减弱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其次,“道德”效应机制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

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道德认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

用.也就是说,虽然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同,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

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的评

价越低(越反感别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他对陌生人的信任就越低.这一机制在所有三种社会流动

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均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
从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效应来看,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的影响效应较为一致,

而户籍流动的影响效应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如何解释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

任的差异性影响? 我们认为,不同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差异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社会

开放程度的不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中,向上社会流动能够有助于人际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

维持,从而提升人际信任水平,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向上社会流动则阻碍人际间信任关系

的建立和维持,从而降低人际信任水平.
就当代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而言,虽然各职业阶层和各教育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阶层壁垒,但造成这些阶层之间壁垒和差异的结构性因素在减少,限制各阶层流动的制度性

因素也在逐步减少.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模式促成了社会的等级分化,这种等级分化结构有利于刺

激人们的上升流动欲望,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同时,大众化的教育体系确立

并迅速膨胀,越来越多的来自下层阶层的个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上升流动.[３０]在这样一个

相对公平而又有更多机会的较为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职业和教育向上流动有助于增强人们

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对他人或个人的信任,更反映了人们对整个

社会和制度的信任.这可能是产生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正向影响人际信任的主要原因.
从户籍流动的效应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户籍制度不仅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的刚性分割,也造成了城市内部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分割.户籍制度成为

限制人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的最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虽然户籍

制度的松口和放开是大势所趋,但至少在目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突破户籍制度非常困难而且路

径很少.同时,由于户籍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有密切的关联,这种背景下农村户籍居



民的向上流动可能会占用城市居民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生活空间,因而更易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并
由此给人际信任带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对于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而言,户籍流动是在一

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这种结构下的向上流动可能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反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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